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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Origin, which is written by Christopher Boehm, displays origin and evolving procedure of 
morality to us by means of analyzing several materials and using casting method. The first phase of 
moral evolution starts from 8 million years ago and stops at the later period of archaic Homo sa-
piens and the second phase of it starts from the end of first phase and continues until now. Cultur-
al factors and inheritance factors will exer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oral evolution and these two 
factors can deliver the moralit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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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克里斯托弗·博姆所著的《道德的起源》一书通过对现有资料的考察以及“投射方法”的运用向人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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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道德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道德演化的第一阶段上启共同祖先所存活的800万年前，下迄早期智人

生活的晚期阶段，而道德演化的第二阶段则由早期智人生活的晚期阶段延续至今，在道德演化的过程中，

文化因素(不论是包括群体选择、声誉选择以及性选择在内的社会选择还是道德的代际传递都可以被视作

一种文化因素所产生的作用)以及遗传因素总是会同时发挥重要作用，而在这两类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道

德才得以在代际之间不断被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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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道德起源问题，不同的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具学科特征的解释，在这些解释当中，

我们虽然能够观察到道德的一般演化过程，但是对道德这种现象的演化起点却鲜有涉及。除此之外，在

众多研究成果当中，对于道德起源问题进行人种学、发生学、考古人类学以及遗传学角度的综合考察的

做法也十分少见，而本书则将上述分析工具综合运用到了道德起源问题的考察活动中来。 
在分析道德的起源问题时，博姆主要采用了如下两种方法：第一种研究方法是通过对人种志以及若

干考古人类学资料进行分析进而建构出定居农业产生以前的狩猎采集者群体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并在此

基础之上推测道德起源的开端以及道德这一现象的演进脉络。第二种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当代的狩猎采集

者群体的现实生活以及与人属祖先同源的大猩猩、黑猩猩以及倭黑猩猩的行为方式进行考察进而在此条

件下反推(或者说“投射”) [1]出早期人类的行为方式以及道德在调节早期人类行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对这两种方法加以运用，博姆不仅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期狩猎采集者群体的生活图景，更向我们揭示

出了道德的起源与演化过程。 

2. 道德的演化——第一阶段 

在对道德的演化过程进行解释之前，有必要先对道德这一概念的两类不同指向做出区分(这种区分虽

然没有在书中明确提及，但是其确实已经隐含在了博姆的分析路径当中)，道德概念的第一种指向便是其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够对人类行为产生调节作用的规则，这种规则在狩猎采集者群体社会秩序的维持方

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在没有法律规范予以约束的情况下，道德成为了衡量与约束史前人类一切行

为的基本准绳。道德概念的第二种指向便是指那些被内化之后的规则与社会价值观以及在此条件下所进

一步催生的良心与羞耻心等内容，这种对于道德的理解方式与中国古人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其要将道

德解释为一种内化规则之后所形成的个人德性。 
作为规则的道德起源于 800 万年以前，这一时期刚好是人类以及与人类同源的黑猩猩与大猩猩的共

同祖先生存的时代，由于缺乏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人们所能做的便是对这些共同祖先进行基于“同源

性”的“投射式”考察(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所存在的 800 万年遗传距离主要是通过相应的分子结构差异测

算得出的，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分子结构差异约为 1.6%，这便说明二者大约在 800 万年以前应该拥有共

同的祖先) [2]。而在进行该类考察时，博姆则重点选取了黑猩猩、倭黑猩猩与大猩猩来做为考察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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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几种类人猿的考察，博姆发现类人猿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这种自我认知能力

的确定可以通过类人猿照镜子的实验来加以验证(类人猿在首次照镜子的时候总是觉得镜子当中有另外

一只类人猿存在，而在实验重复多次之后，类人猿开始逐渐意识到镜子当中的影像就是它自己，因为当

实验人员在类人猿的脸上涂上红点并让其照镜子之后，类人猿的第一反应是用手擦掉脸上的红点而非去

触摸镜子或者做其他行为，这完全可以证明类人猿已经意识到镜中的影像就是它自己)。 
除此之外，类人猿还应该具备同情共感的能力(这一能力的确认也是通过实验所得)，而理解并遵守规

则的能力则更多的来源于其认知方面而非情感方面，也就是说，类人猿并不具备同情心或羞耻心一类的

道德情感，而其遵守某些规则的能力则主要来自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认知以及若干本能反应。类

人猿非常喜爱结成一定的群体(博姆称之为“结盟现象”)来共同应对那些来自于群体内部与外部的各类风

险，当群体内部的某些成员想要独占食物或是交配对象时，其他类人猿一般都会结成一定的联盟来共同

抵制这个“阿尔法型个体”，这种共同抵制其实就是类人猿群体所采取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3]。与之相

类似，800 万年以前的共同祖先应该也完全具备这样一些能力，这些生活在第三纪的共同祖先为了能够

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并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同样也会在狩猎以及采集的活动当中结成一定的群体，

但这种群体的结成并不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而只是一种“动物合群本能”产生作用的体现，而对于那些狩

猎与采集到的食物，群体内部成员也会进行平等的分配。当群体当中的一些成员想要独占这些食物时，

其他成员也必然会结成联盟来对其进行抵制，而抵制的主要形式则包括群体叫嚷、人身攻击、逐出群体

甚至予以肉体上的消灭。对于能够遵守群体规则的个体，群体的其他成员将予以认可(这种认可可能包括

更加愿意与之进行狩猎或采集方面合作或者是更加愿意与之进行交配)，而对于那些违背群体规则的个体，

群体则要对其加以惩罚。群体成员的认可将提升特定个体的适合度，而群体成员的惩罚则将会降低被惩

罚者的适合度，适合度的增强将有助于个体的生存以及子孙后代的繁衍，而适合度的降低则会影响到个

体的生存状况以及后代的繁衍。对于那些能够遵守规则并对自己的一些本能欲望加以控制的个体而言，

其一定的认知能力、良好的自控能力以及某些合作与利他的潜质将会得到遗传(一般而言，某些特质在 2.5
万年左右就能够完全被纳入基因库并加以遗传，只要时间足够长，早期人类的很多特质便都能够通过遗

传的方式体现到其子孙后代的身上) [4]，而这种遗传将会为后期的“良心原型”[5]的出现奠定基础。因

此，这种群体选择将会对个体的繁衍以及某些性状的遗传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它也会为一系列个人德性

的养成提供一些前提。在这一阶段，作为规则的道德主要是为了协调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与不同群体

之间的关系以及满足群体的现实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而道德秩序则主要是依靠“共同祖先”(800 万年前)
以及“人属祖先”(600 万年前)所具有的一系列本能来维持的，而不论是“共同祖先”还是“人属祖先”，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演化出“是非感”、“羞耻心”以及其他一系列与“良心”密切相关的道德情感与道

德能力。因此，那个时期的道德还仅仅是一种能够对各类行为产生规制作用的外部力量而非内心品性。 
“投射式”考察的第二种应用则主要体现在博姆依据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的若干行为而做出的对于

原始狩猎采集者群体系列行为的推断。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分布于非洲的卡拉哈利沙漠、加拿大与格陵

兰岛、南美洲与澳大利亚等多个地区，而在对这些狩猎采集者群体进行选择时，博姆则重点剔除了那些

与周边农民存在物品交换关系、与商人存在皮毛贸易关系以及从事定居农业与牲畜养殖的当代狩猎采集

者群体，因为定居农业产生以前的原始狩猎采集者群体是不会从事以上这些生产与贸易活动，该类群体

在那一时期主要是依靠野外狩猎以及群体采摘为生，而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直到所谓的“第一次经济革命”

或者说“定居农业”[6]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后才有所改观。在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当中，对于“搭便车者”

(主要包括“恃强凌弱”型搭便车者与“欺诈”型搭便车者)的抑制显得非常普遍，而这样一种行为在人类

祖先那里显然也应该存在[7]。通过第一类“投射式”考察，我们知道在类人猿群体当中存在联合抵制“阿

尔法型个体”的现象，而阿尔法型个体的行为显然与“恃强凌弱”型搭便车者的行为非常相像，而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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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欺骗手段获取食物的方式在类人猿群体当中显然也客观存在，而通过类人猿的上述行为，不难推断

出“共同祖先”与“人属祖先”所生存的那个年代显然也会有搭便车的行为，而为了抑制种种搭便车行

为，我们的祖先采用了包括“言语惩罚”与“体罚”在内的多种惩罚手段，这些惩罚手段的应用不仅维

持了群体的秩序，更使得一些优良的性状保留了下来，虽然若干作为“表型”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能够得

到显现，但是作为“基因型”的若干性状或品性却得以潜在地保留了下来。 

3. 道德的演化——第二阶段 

在早期智人生活的晚期阶段，或者说在 20 万到 25 万年前，作为个人品性或德性的道德(博姆称其为

“良心”)得以产生。这种道德之所以能够产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人类大脑功能随

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更加发达，达尔文所谓的“社会脑”的容量与此前相比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前额叶皮层”与“旁边原系统”变得更加发达，且其在人体当中所占比例逐步

扩大[8]。“前额叶皮层”与“旁边原系统”与人类的情感体验能力、日常交际能力、规则内化能力以及

是非观、羞耻心等道德潜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两个脑区的不断进化使得人们判断是非、体验羞恶

的能力不断提升，或者说人们的道德情感可以随着上述两个脑区的进化而变得更加丰富，而脑区的进化

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情感的愈发丰富与其他各项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则为道德的产生以及发展提供了最为

基本的自然条件。其二，遗传因素的存在使得若干有利于良心或德性产生的性状能够在演化过程当中被

保留下来，而这些性状的存在则为“良心原型”[9]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前提。例如，能够体现利他主义与

平等倾向的性状会在群体选择的影响下得以保留和延续，而慷慨等能够为人类带来良好声誉的品性则会

由于声誉选择的存在而得以保留，总而言之，一系列有利于良心演化的早期行为会由于社会选择而得以

保留，而随着演化时间的不断延长，这些早期行为开始由“表型”逐步向“基因型”转变，或者说一系

列能够被社会选择所保留的好的行为或好的倾向开始逐步改变原有的基因库，并逐渐形成一个更加有利

于良心出现的新的基因库。因此，道德的形成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其三，社会化

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也为作为个人品性或良心的道德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自 600 万年

前人属祖先出现之后，人类开始逐渐占据一个单独的“演化支”，而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其社会化程

度总是会不断的提高，从早期的群体狩猎与采摘，到后期的分工协作(40 万年以前人们在分配猎物的肉时

还依然是群体共同分食，而在 25 万年以前猎物的分割则会交由一个人来负责，而在其分割好之后则会分

配给不同的群体成员) [10]，再到现如今各式各样的社会分工，人类的社会化程度显然在不断的提升，而

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升，以人为中心的各类社会关系也开始变得越发复杂，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逐步使人

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产生了利益与需求方面的矛盾，而为了调节这些利益矛盾以及个人需求和社

会需求之间的不一致现象，人们需要利用道德(不论是作为规则的道德，还是作为利他主义、羞耻之心或

者说良心的道德)来对群体内部各类成员的行为进行调解与控制，能够对群体成员行为进行有效调节与控

制的群体一般都能够很好的存续下去，而那些对于群体成员的反社会行为视而不见或无法进行有效制裁

的群体则很可能会趋于灭亡。正是在利用道德来鼓励亲社会行为并抑制反社会行为的条件下，我们的祖

先才能够得到世世代代的延续，而祖先的不断演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道德的功能以及一系列与道德

相关的性状的存续。因此，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也为作为个人品性的道德的形成与

演化创造了重要条件。其四，狩猎采集活动对于道德的产生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非常看重劳

动在道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博姆在本书当中所强调狩猎与采集活动显然是劳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在人属祖先那里，这种狩猎与采集活动甚至可以认为是当时唯一的一种劳动形式，通过狩猎与采集，人

类的祖先逐步在群体内部形成了能够用来调节个人行为与人际关系的作为规则的道德，而同样是在狩猎

与采集以及其他若干活动当中，人类的祖先又逐步演化出了作为良心的道德。因此，作为道德形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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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诱因，狩猎与采集活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应当被人们所忽视。 
在作为良心的道德产生以后，利他主义的行为也开始逐步显现。利他主义原本能够给那些做出利他

行为的人带来益处，虽然利他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为主体遭受一定的损失并使其适合度下降，但是

这种行为却能够为行为主体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甚至是交配机会)以及良好的声誉，而合作机会以及良好

声誉的获得则能够对行为主体的损失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往往能够使行为主体的适合度得到升高而不是

降低，而在演化过程中，利他行为也能够帮助行为主体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并获得优越的演化条件，这

对于利他主义者的世代延续将会大有益处。然而在现实当中，一些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利他主义行为成

为了一种“净损失”的诱因，因为即使利他主义者做出了使别人受益的慷慨行为，那些搭便车者也不会

给予利他主义者任何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利他主义者必然会遭到损失，而其所具有的适合度也必然会

大幅度的下降，而在演化过程中，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利他主义者无法获得演化的优势，而优势的丧失

则很容易使利他主义者无法顺利的演化下去。这便是博姆所谓的“利他主义悖论”[11]。在这种条件下，

群体成员一定要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或控制，惩罚的手段从“言语”到“体罚”甚至是“死刑”[12]，只

有这样，利他主义倾向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而利他主义者在演化过程中的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演化优

势。 
大约在 4.5 万年前，文化意义上的现代人正式出现，而在这一阶段作为良心的道德也得到了进一步

的演化，通过对“布须曼人”以及其他讲因纽特语的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进行投射式考察，博姆指出，

4.5 万年前以及随后的人类群体当中，人类个体的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能力都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因纽特人

懂得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道德情景或矛盾情景来帮助孩子习得一定的道德规范并形成良好的辨别是非与善

恶的能力，而布须曼人则会通过一系列现实的道德问题或社会矛盾来帮助他人(主要是孩子)掌握解决问题

的道德能力[13]。既然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些能力，那么 4.5 万年前的文化意义上的现

代人也必然会拥有这些道德情感与道德能力。那些懂得磨制石器并能够制作简单装饰品与艺术品的文化

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必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分工协作、相互帮助、相亲相爱。 
在当代，道德依然是一种能够对个人行为以及各类社会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的重要手段与工具，而依

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以及道德传统与习俗，道德的调节与规制作用依然能够得到很好地维持。在今后

的演化过程中，文化因素与遗传因素依然能够对道德的演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化的熏陶与教化将帮助

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效内化与掌握特定的道德规范，而社会选择影响下的遗传过程也必将会给未来

的子孙后代留下诸多宝贵的道德遗产。在对道德的演化过程进行考察时，博姆选择了一条与达尔文等人

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崇尚自然选择学说的研究人员一般会认为道德的演化完全或基本是一个自然选择

的过程。例如，在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东非地区的早期人类逐渐呈现出与西非地区的类人猿相区别的

显著特征，在西非地区，由于生存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该地类人猿的生活习性并没有显著的

改变，在森林茂密以及食物丰富的条件下，早期的类人猿显然会像今天的黑猩猩一样生活嬉戏，在捕食

时，怀孕的黑猩猩很有可能会自行捕食而无法得到雄性的帮助。在哺育后代时，幼儿的养育任务往往会

落到雌性身上，而雄性则一般不会承担抚养任务。而在东非地区，类人猿的生活方式则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显现出明显的变化。随着东非地区地质结构、植被覆盖状况、以及可利用资源的变化，类人猿的生活

方式以及身体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四足行进的类人猿开始逐渐以两足前行，而空下来的前肢则能够

使其将更多的食物带给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或者配偶，配偶(尤其是怀孕中的配偶)饮食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

使其自身的身体状况得到改善，更能够使其繁育出的后代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与更为发达的大脑。此外，

灵活的上肢还能够使早期的人类更加方便地制作出生产工具与武器，而生产工具与武器的产生则能够使

早期人类更好地进行生产并更为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可以参考理查德·利基所写的《人类的起源》)
帮助配偶以及群体内部其他成员采集食物以及群体成员共同对抗猛禽、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群体的入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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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体现出早期人类的互助与协作，更能够体现出群体成员之间的同情、关爱、甚至是怜悯。达尔文

曾经论证了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动物之间所具有的合群与同情本能[14]，而这样一种本能在早期人类那里同

样也能够得到体现。由自然选择所引发的道德现象往往可以被追溯到“合群性本能”那里，社会化程度

比较高的同类物种之间总是具有合群的特性，而合群特性的存在则能够使这些物种在捕食或抵御危险时

相互帮助。 
诚然，自然选择固然能够为一些基本的道德现象的产生创造自然前提，但是更为复杂的道德现象或

道德规则的产生则显然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社会选择使得早期人类能够明白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被群体所

接纳，什么样的行为会遭到群体的惩罚，社会选择为群体成员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使得

群体内成员在遇到道德困境时能够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能够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加以抑制。在这种文

化的影响下，早期人类逐渐将源自于“合群性本能”的相互关爱(一种偶然现象)转变为一种常态化行为，

尼安德特人生养死葬(对于受伤失去劳动能力的同伴，群体内其他成员会为其提供食物供其生存[15]，而

对于那些死去的尼安德特人，同伴也会将其安葬甚至会伴有葬礼)的行为显然是一种受到文化影响的结果。

除此之外，社会选择还会对人类的基因产生重要影响，正像博姆所论证的，只要时间足够长，社会选择

的某些结果也会影响到人类的基因，而在基因与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人类的行为选择显然能够愈发符合

相应的道德要求，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与道德境界也能够向着一个理想的方向不断提升与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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